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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集聚能否促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增长与 
生态保护的协同发展？ 

 

生延超，周垚 

 

(湖南工商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地理学院, 湖南长沙，410205) 

 

摘要：通过产出密度函数构建数理模型，基于黄河流域 60 个地级市 2008—2018 年的面板数据，利用

两步差分 GMM 方法和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经济集聚对经济环境协同水平、经济高质量增长

以及生态保护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经济环境协同发展的影响呈倒 U 型，拐点值为 1.91，目

前黄河流域经济集聚水平远低于拐点值，经济集聚还存在较大上升空间；经济集聚水平存在一个最优

区间，在这个区间内，经济集聚既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和生态保护，又有利于两者的协同发展，但

目前黄河流域的经济集聚水平还未处于此区间内；经济集聚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区的经

济集聚会阻碍其他区域经济环境协同水平的提高，阻碍周围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增长，但有利于其他地

区的生态保护，邻近区域经济环境协同发展会促进本区域协同水平的提高。需要注意的是，在经济集

聚过程中，区域中心城市存在着虹吸效应。在未来的发展中，黄河流域要不断提高经济集聚水平，畅

通经济集聚的作用路径，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发展。 

关键词：经济集聚；经济高质量增长；生态保护；协同发展；黄河流域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文章编号：1672-3104(2021)06−0032−13 

                                                           
 

 

一、文献综述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这就意味着转变增长方式，实现经

济高质量增长成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目标

之一，但经济高质量增长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

却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障碍。作为我国重要经

济地带和生态屏障的黄河流域就一直面临着经

济高质量增长和生态保护无法兼顾的难题，是这

一问题的典型代表。“两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论表明化解增长与环境矛盾的最好方式 

是经济高质量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发展。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战略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增长和生态

保护的协同发展成为学术界探讨和研究的重点。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通过经济集聚对经济

发展区和生态保护区进行合理定位，“形成主体

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新格局”， 以期达到经济高质量增长和生

态保护协同发展的目的。那么，经济集聚究竟能

否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发

展？本文将通过对该问题的研究，寻求可持续的

经济环境协同发展方式和实现路径。 

国外学者对于经济集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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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经济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Krugman 将空间因素引入经济集聚的研究框

架，建立了“核心—边缘”模型[1]。在这个模型

中，规模经济发挥着正外部性[2]，是经济集聚的

向心力，而运输成本是集聚的离心力，两种力量

的权衡最终决定经济活动是否发生集聚[3]。Fujita 

和 Thisse 将内生增长模型和“新地理”模型结合

研究，发现在创新的影响下经济增长与经济集聚

存在相互增强、并进增长的循环因果关系[4]。经

济集聚主要通过共享、学习和匹配机制发挥其正

外部性效应[5]，也会由于经济活动的过度集中产

生拥挤等负外部性效应[6]。二是研究经济集聚对

环境污染的影响，部分学者认为经济集聚会加剧

环境污染[7−8]。但也有学者认为经济集聚会减轻环

境污染[9−10]，这种减轻主要是通过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和降低通勤成本等集聚效应实现的[11]，同 

时也会受到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 

影响[12]。 

国内学者对经济集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

下几个方面：(1)在经济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

面，毛琦梁、李剑、王钰等认为经济集聚可以促

进经济增长[13−15]，但如果超过某个阈值，经济集

聚则会起阻碍作用[16]。集聚效应的大小因集聚类

型的不同而产生差别，与马歇尔外部性相比，雅

各布斯外部性对经济增长往往具有更大的促进

作用[17]。(2)在经济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实现机制方

面，任晓松等认为，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

经济集聚的减排效应及其作用路径逐渐成为研

究重点[18]。邵帅等研究发现，虽然经济集聚可以

有效减少污染，但若集聚超过一定程度则有可能

加重污染[19]。经济集聚减排效应的临界点与地区

生态承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20]。周侃等将经济集

聚减排效应的研究扩展到了空间层面，探索经济

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21]。(3)在经济集聚对经济增

长和环境污染协同影响方面，林伯强基于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发现，经济集聚可以在促进经

济增长的同时减少环境污染[22]。黄宝敏基于产出

密度函数的研究支持了林伯强的结论，并强调经

济集聚若在合理的区间内，这种双重效应会更加     

明显[23]。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于经济集聚增长效

应以及减排效应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但是聚焦

于经济集聚的增长与减排双重效应的研究并不

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经济集聚效应的多元

性和差异性，也忽略了经济高质量增长与生态保

护这两个目标的关联性和系统性。本文在对经济

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增长和生态保护协同发展机

理探讨的基础上，通过耦合协同度将经济高质量

增长与生态保护有机联系起来，最后以黄河流域

地级市为研究单元，利用 GMM 方法和空间计量

模型检验经济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和生态保

护协同演进的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一) 理论模型 

关于经济集聚的研究大都是基于产出密度

函数展开的，产出密度函数由 Ciccon 和 Hall 提

出[2]，并由 Ushifusa 和 Tomohara 进行简化[6]。但

传统的产出密度函数只考虑了劳动和资本要素，

忽略了环境这一关键要素，使得其研究有较大的

局限性。因此本文借鉴邵帅[19]、黄宝敏等[23]的做

法，将环境作为投入要素纳入产出密度函数中，

最终建立如下产出密度函数： 

1 ( 1)// ( ) ( / )i i i i i i i i iq Q A n k p Q A              (1) 

其中，i 代表第 i 个地区；qi代表 i 地区的产出密

度；Qi表示 i 地区的非农业产出；Ai表示该地区

的区域总面积；Ω为希克斯中性参数，表示除要

素投入外其他因素带来的效率的提升，即经济生

产效率；ni、ki、pi分别为就业密度、资本密度和

环境污染密度，分别由劳动力投入 Ni、资本投入

Ki、环境投入 Pi与地区面积之比得到；β (0<β<1)、

γ、1−β−γ分别表示劳动密度、资本密度和环境污

染密度相对其他两项的产出贡献率，即产出弹性

系数，取值范围为(0,1)；α (0<α≤1)表示资本和劳

动要素的单位土地面积产出贡献率，反映的是要

素拥挤所带来的要素边际生产率递减现象，α 越

大，表示要素生产效率越高，当 α=1 时，要素的

边际报酬不变；λ(λ>1) 表示产出密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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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1)/λ为产出密度弹性，表示经济集聚的正外部

性，即集聚效应。产出密度系数越大，产出密度

弹性就越大，相应的集聚效应带来的正外部性就

越大。在某种程度上 λ代表着经济集聚的程度或

者是不同发展阶段。 

对公式(1)进行进一步整理，可得到如下形式

的函数模型： 

1/ ( )i i i i i i iq Q A n k p                (2) 

由公式(2)中的 αλ 可以看到，产出密度函数

既包括集聚效应，也包括拥挤效应，经济集聚最

终的外部性取决于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的权衡

关系，当集聚效应带来的正面影响超过拥挤效应

带来的负面影响时，经济集聚就会表现出正外   

部性。 

假定资本可以在区域之间完全自由流动，当

市场上资本的价格等于资本的边际产出时，市场

处于均衡状态，此时各地区的资本价格 r 相等。

由此可得到：  
1

ln ln( ) lni
i

i

Q n
A

 



     

( 1) ln ln( / )ip r            (3) 
 

(1 ) 1
ln( ) ln( )i i

i i

P Q
Q A

 


 
   

1
ln ln ln( )in

r
  
  

          (4) 
 
令： 
 

= ln ( 1) ln ln( / )i in p r            

1
= ln ln ln( )in

r
  
  

    
 
用公式(3)减去公式(4)得到： 
 

( 1
ln( ) ln( )

/
i

i i i

Q
P Q A

      


    
  

）
 

                      (5) 

 

(二) 研究假设 

1. 经济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增长 

由于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本质就是经济效率

的提升，公式(3)表示的是要素投入以外的经济生

产 效 率 ， 可 代 表 经 济 高 质 量 增 长 。 当 
1

0




 ，即

1


  时，经济集聚可以促进 

经济高质量增长。在微观层面上，经济集聚通过

共享机制、学习机制、匹配机制产生正外部性[5]。

首先，经济集聚意味着经济活动的集中，集聚区

内的经济活动参与者不仅可以共享基础设施和

中间产品，有效降低运输成本、交易成本和生产

成本，还可以通过知识溢出与信息交换，使知识

得以积累、扩散和应用，从而提高技术创新水平

和生产效率。其次，经济集聚使大量的要素得以

集中，有利于发挥劳动力池效应，提高要素的配

置效率，实现各类要素的优化配置。宏观上，经

济集聚还具有规模经济效应，随着经济集聚水平

的提高，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降低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当

然，经济集聚水平并非可以无限度地提高，当集

聚活动超过地区的承载力时，将会产生拥挤效

应。资源的有限性引发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会

对经济发展造成伤害。显然，在经济集聚初期，

集聚水平较低，其正外部性大于负外部性，经济

集聚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增长；而当经济集聚水平

达到一定程度时，拥挤效应也会不断增强，甚至

超过集聚的正外部性，此时的经济集聚会阻碍经

济高质量增长。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经济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

呈倒 U 型。 

2. 经济集聚与生态保护 

公式(4)是单位产出的环境污染，即环境污染

排放强度，令
(1 ) 1

0
 


 
 ，由于 0  ，因

此当 (1 ) 1 0    ，即
1

(1 )


 



 时，经济 

集聚有利于减少生态资源的浪费与环境的污染，

从而实现节能和减排效应，促进生态保护。经济

集聚是否有利于生态保护主要与经济集聚的正

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有关。首先，由于共享机制、

知识溢出和技术效应的存在，经济集聚可以减少

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节约土地、能源、水等

各种生态资源的使用。其次，经济活动的空间集

聚促使污染集中排放，也为提高环境规制的针对

性提供较大的帮助。当然，经济活动的大量集聚

导致产出规模的扩张，也会带来污染的快速增加

和资源的过度消耗，鉴于区域的生态承载力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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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如果经济集聚水平超过区域的自净能力和

资源储备，经济活动的过度集中就不可避免地对

生态环境造成破坏[20]。当经济集聚水平较低时，

经济集聚的正外部性大于负外部性，此时有利于

生态保护；随着经济集聚程度的提高，集聚的负

外部性超过正外部性，就会造成生态污染。基于

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经济集聚对生态保护的影响呈倒   

U 型。 

3. 经济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增长和生态保护

的协同水平 

公式(5)是单位污染排放强度下的经济生  

产效率，代表的是经济环境协同发展水平。环境

污染排强度越低，经济效率越高，表示经济环境

协同发展水平越好。根据公式(5)可知，由于

0  ， 当 ( 1 0        ） ， 即 
1 /

1

 
 




 
 时，经济集聚能有效促进经济高

质量增长和生态保护的协同演进。同时，

1 0    ， 当 1/1     时 ，

1/
0

1

 
 




 
，此时无论 λ为多少，经济集聚均 

会对经济环境协同发展产生促进作用。一方面，

经济集聚可以为经济环境协同发展提供良好的

基础，降低协同发展的门槛；另一方面，在经济

高质量增长和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过程中，经济

集聚能够减少经济高质量增长和生态保护协同

发展的障碍，强化其协同前进的过程。经济集聚

通过节约资源、集聚要素、集中末端治理等途径，

增强生态保护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资源保障作

用、集约导向作用和动能转换作用，进而弱化生

态保护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约束。除此之外，集

聚效应使生态保护资本实现高效率使用，加快了

技术创新成果的应用，增强了环保意识，也使经

济高质量增长对生态保护的资本支持作用、源头

减排作用和环保倡导作用得到强化。 

经济高质量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协同水平也

会受到经济集聚负外部性的影响。经济集聚的拥

挤效应可能会给当地的承载能力如基础设施和

政府的管理能力带来超负荷压力，对生态环境造

成的破坏也会抵消效率提高带来的增益，使得经

济高质量增长和生态保护的耦合协同关系达不

到最优水平。由此可见，经济集聚对经济高质量

增长和生态保护的协同水平的影响是多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基于此，提出假设 3： 

假设 3：经济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和生态

保护的协同发展影响是非线性的。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一) 研究区域概况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青海、四川、甘

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及山东 9

个省、自治区，最终注入渤海。黄河流域横跨东

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

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黄河流域虽然能

源资源丰富，但生态环境较为脆弱，水资源缺乏，

生产力布局与生态安全布局不协调。2019 年黄河

流域经济地带 GDP 总量为 247 407.66 亿元人民

币，为全国 GDP 总量的 24.97%，但水资源总量

仅为全国水资源总量的 18.63%，人均水资源量仅

为 8.77%，经济高质量增长和生态保护的冲突较

为严重。黄河流经的地级市一共有 71 个，考虑

到数据的可得性与系统性，本文剔除青海、甘肃、

内蒙古、四川的部分区域，最终确定了 60 个地

级市作为研究对象①。 

(二) 模型的设置 

基于经济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增长和生态保

护协同水平的数理分析，引入经济高质量增长与

生态保护协同水平的滞后项构建如下动态面板

模型： 
 

1 ( 1) 2ln ln lnit i txt xt jj       

2
3 4ln jj z               (6) 

 
1 ( 1) 2ln gz ln lnit i tgz jj       

           2
3 4ln jj z              (7) 

 
1 ( 1) 2ln st ln st lnit i t jj       

             2
3 4ln jj z               (8) 

 
其中，i 和 t 表示地区和时间；xt 表示经济高质量

增长和生态保护协同水平；gz 表示经济高质量增

长；st 表示生态保护； ( 1)xt i t 、 ( 1)gzi t 、 ( 1)st i t 分

别表示相应变量的滞后一期；jj 和 jj2分别表示经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27 卷第 6 期 

 

36

 

济集聚和经济集聚的二次项；z 表示系列控制变

量。模型(6)研究经济集聚对协同水平的影响，模

型(7)研究经济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模

型(8)研究经济集聚对生态保护的影响。 

(三) 变量的选取及测度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将经济环境协同发展水平作为被解释

变量，使用经济高质量增长和生态保护的耦合协

同度来衡量。耦合协同表示的是两个系统或运动

方式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从无序到有序、协同

并进的过程，而耦合协同度正是对这种协同关系

的度量[24]。其中经济高质量增长(gz)使用全要素

生产率表示。这里采取 DEA-MI 指数法测度出每

个地区每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生态保护参考刘琳

轲、王维、宁朝山的方式使用合成指标衡量[25−27]，

主要分为三个维度：生态环境方面采用城市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能源消耗方面采用万元 GDP 耗

水量；污染治理方面采用水利、环境、基础设施

从业人数，通过熵值法将三个维度合成生态保护

指标(st)。 
两者的耦合协同度计算方式为：首先计算耦

合度
2( )

A BC
A B





 ，进一步计算出协同度

( )i kY t C S  ，其中，i 和 t 表示地区和时间，A 

和B分别代表经济高质量增长指标和生态保护指

标，C 表示耦合度，Y 表示协同度，S 表示生态

经济发展综合指数： S A B     ，α和 β分
别表示经济高质量增长和生态保护的权重。黄河

流域经济高质量增长和生态保护两大目标是齐

头并进的，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参考任保平、

刘琳轲等的做法[25,28]，赋值 α=β=0.5。 

2. 解释变量 

经济集聚的传统指标如区位熵指数、空间基

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泰尔指数等一般忽略了

经济集聚的空间因素，会产生一定偏差，因此本

文使用产出密度即地区非农产出和区域面积之

比(jj)来衡量[19]。产出密度可以清楚刻画单位空间

上经济活动的密集程度，科学反映地区经济集聚

状况。 

3. 控制变量 

(1)人口密度(rk)：一个区域人口密度的提高

会增加生态保护的压力，进而会影响区域经济高

质量增长和生态保护的协同水平。本文采用城市

常住人口与地区土地面积之比来衡量人口密度。 

(2)要素升级(ys) ：要素升级可以提高要素自

身的使用效率。这里使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

资产投资比重表示物质资本质量升级，每万人在

校大学生数衡量人力资本升级。同样，采用熵值

法将这两个指标合成为要素升级指标。 

(3)技术进步(js)：技术进步可以有效提高要

素的使用效率，有利于生态保护，本文采用专利

授权数量来衡量。 

(4)结构优化(gj)：产业结构的优化，一般指

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主要表现为三次产业的比重

沿着第一、二、三产业的顺序不断上升[29]，可以

促进要素转向更高效的产业中去，从而提高使用

效率，这里参考付凌晖[27]的计算方法使用产业高

级化指数来衡量。 

(5)制度优化(zd)：制度优化有利于提高要素

配置效率，引导生态保护，促使经济高质量增长

与生态保护达到较高程度的耦合协同水平。本文

参考金玉国、鲁炜等的做法[30−31]，使用非国有单

位从业人员工资总额比重、进出口总额的比重、

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三个指标通过熵值法合成

的最终指标来表示制度优化这一因素。 

(6)基础设施水平(jc)：一个区域的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越高，就越有利于减少运输成本，降低

交易费用等，也越有利于减少污染处理成本。这

里借鉴宋春和、李坤望的做法[32−33]，交通和市政

基础设施方面选择人均道路面积指标，信息基础

设施方面选择人均移动电话用户数、人均互联网

用户数两个指标，并通过熵值法合成最终指标。 

为研究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弹性影响，

上述变量均取对数②。 

由于部分数据缺失较多以及统计口径的变

化，考虑数据的系统性、科学性原则，这里使用

2008—2018 年黄河流域 60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进行实证研究，所有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各省份历年的《统计年鉴》，国家及

各省份各地级市的统计公报、EPS 数据库等，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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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的个别年份的数值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实证结果分析 

为避免模型内生性问题，这里对各变量采用

差分 GMM 方法进行回归，默认方法为 2SLS。

首先，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均

通过了 LLC、IPS、ADF 检验，不存在单位根。

使用二步差分 GMM 方法对数据进行回归，得到

表 1。 

表 1 中模型(1)、(3)、(5)是仅考察经济集聚

一次项分别对经济环境协同水平、经济高质量增

长和生态保护的结果。模型(2)、(4)、(6)是加入

了经济集聚二次项后的结果。在引入滞后一期的

被解释变量时，GMM 方法回归无法通过扰动项 

自相关的检验。为了解决此问题，本文按照陈强

的做法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两期[34]。由表 2 中

AR(1)、AR(2)以及 sargan 检验的结果可知回归通

过了扰动项自相关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根据对

比可知，加入的经济集聚二次项均是显著的，这

表明经济集聚影响是呈非线性的。模型(2)结果表

明，经济集聚对经济环境协同发展水平的影响是

呈倒 U 型。经济集聚的一次项和二次项都在 1%

水平上显著，经计算经济集聚的拐点值为 1.91。

当低于此拐点值时，经济集聚有利于经济高质量

增长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同；当超过此拐点值

时，则会阻碍两者的协同。2018 年，在黄河流域

的 60 个地级市中，经济集聚水平较高的郑州市

的经济集聚指数为 0.29，青岛为 0.038，济南为

0.075，距离拐点值都有较大差距，说明黄河流域

经济集聚水平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由模型(4)、 

 

表 1  黄河流域差分 GMM 回归 

 (1) (2) (3) (4) (5) (6) 

变量 lnxt lnxt lngz lngz lnst lnst 

lnjj 0.214*** 0.084*** 0.471*** 0.401*** 0.166*** 0.023 

 (19.148) (2.618) (13.422) (8.030) (7.612) (0.577) 

Lnjj2  −0.022***  −0.013**  −0.027*** 

  (−4.970)  (−2.449)  (−3.834) 

L.lnxt −0.212*** −0.213***     

 (−9.549) (−9.401)     

L2.lnxt −0.152*** −0.143***     

 (−12.814) (−12.437)     

L.lngz   −0.024** −0.025**   

   (−2.227) (−2.222)   

L2.lngz   −0.148*** −0.151***   

   (−11.879) (−12.277)   

L.lnst     0.478*** 0.462*** 

     (14.339) (13.625) 

L2.lnst     −0.114*** −0.109*** 

     (−15.181) (−14.86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R(1) 

AR(2) 

0.021 8 

0.433 1 

0.006 1 

0.238 4 

0.000 0 

0.757 1 

0.000 0 

0.715 6 

0.000 0 

0.865 0 

0.000 0 

0.838 0 

sargan 0.113 3 0.099 7 0.181 6 0.108 7 0.215 0 0.271 5 

注：表中*、**、***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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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知经济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和生态保护

的影响均呈倒 U 型，拐点值分别为 15.42 和 0.43。

目前黄河流域经济集聚水平还处于拐点左侧，说

明目前环境污染问题并非由经济集聚带来更多

是由生产技术落后以及监管不到位导致的。 

由上述分析可知，三个模型中经济集聚拐点

值并不相同，说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增长、生

态保护以及两者的协同发展对经济集聚的承受

能力不同。经济集聚对生态保护的影响最快达到

拐点值，可能是黄河流域生态承载力弱，使经济

集聚水平较快达到饱和。而经济高质量增长需要

较高的产业集聚水平，才能有效发挥集聚效应。

黄河流域能源丰富，能够为经济集聚提供较充足

的要素资源，因此经济高质量增长对经济集聚的

承受上限高。经济高质量增长和生态保护协同发

展受各自承受水平的影响，拐点值有所不同，黄

河流域生态承载力远低于经济高质量增长对集

聚的需求，因此经济集聚影响协同发展的拐点值

偏向于左侧。从综合模型(4)、(6)拐点值可以看出，

经济集聚的最优区间为 0.43~15.42，而对于经济

环境协同发展而言，经济集聚拐点值为 1.91，属

于这个区间内。目前黄河流域的经济集聚水平仍

处于此区间左侧，意味着经济集聚仍然是促进经

济环境协同发展的有力手段。 

(二)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替换变量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这

里使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重来重新衡量

产业结构这一变量，同样使用两步差分 GMM 进

行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经济环境协同水平还

是经济高质量增长和生态保护，经济集聚一次项

及二次项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均没有改变，这表

明模型具有一定的稳健性，结果是可信的。 

 

五、空间溢出效应的检验与分析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不

断加强，邻近地区的经济联系也在不断加深。经

济集聚涉及要素在空间范围内的流动与转移，因

此这里建立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分析经济集聚对

经济环境协同发展的空间效应。 

(一) 空间相关性的检验 

1. 全局 Moran 指数 

首先计算出各变量的 Moran 指数，检验变量

的空间相关性。在空间权重矩阵的选择上，邻接

矩阵根据地区之间是否相邻确定权重矩阵，相邻

则权重为 1，不相邻则权重为 0；而反距离矩阵

是根据区域之间的距离建立矩阵，地区之间质点

距离越近，权重越大；距离越远，权重越小。从

构建矩阵的原理来看，反距离矩阵比邻接矩阵更

符合“地理学第一定律”。同时本文研究区域中

存在孤立区域，因此最终决定使用反距离矩阵作

为计算 Moran 指数的空间权重矩阵。基于反距离

空间权重矩阵得到经济环境协同水平和经济集

聚的单变量全局 Moran 指数，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以看到经济集聚存在显著的空间正

相关性，都在 1%水平上显著，且 Z 值均超过了 4，

因此可能存在着空间溢出效应。经济环境协同水

平的 Moran 指数均为正，说明存在正向的空间相

关性，但数值较小，空间相关性较弱，同时显著

性结果并不都是很好，Z 值得分并不高。 

2. 局部莫兰指数 

为了进一步研究经济集聚和经济环境协同

水平的空间相关关系，本文以经济环境协同水平

为第一变量，经济集聚为第二变量得到经济集聚

与经济环境协同水平的双变量全局自相关指数，

如表 2 所示。结果显示，经济集聚与经济环境协

同水平存在着空间正相关关系，除了 2014 年和

2017 年外，其余年份的 Moran 指数值都在 5%水

平上显著，且 Z 值得分均超过 2 分。经济集聚与

经济环境协同水平的双变量局部莫兰指数的结

果如图 1 所示。为便于分析，这里只呈现出 2008

年和 2018 年的 Moran 指数 LISA 图。 

由图 1(a)可知 2008 年上游地区部分城市呈

现“低−低”型集聚，兰州、西安等呈现“高−低”

型集聚，说明上游地区除省会城市外经济集聚程

度较低的区域会抑制邻近区域的经济环境协同

水平。“高−高”型集聚主要为下游的青岛、济南

等区域，表明其邻近地区经济集聚水平较高会促

进经济环境协同水平。“低−高”型集聚主要为东

营和德州等，周边地区的经济集聚则会抑制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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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局 Moran 指数 

 经济集聚  经济环境协同水平 双变量 

年份 莫兰指数 p-value z-value  莫兰指数 p-value z-value 莫兰指数 p-value z-value

2008 0.353 9 0.001 4.941 2  0.127 9 0.039 1.822 9 0.180 4 0.005 3.026 8

2009 0.382 5 0.001 5.209 3  0.088 8 0.107 1.309 2 0.182 8 0.005 3.004 5

2010 0.365 4 0.001 4.977 8  0.068 6 0.139 1.073 0.153 8 0.005 2.648 1

2011 0.336 0.002 4.591 3  0.164 2 0.02 2.277 5 0.180 8 0.006 2.884 3

2012 0.356 8 0.002 4.969 8  0.144 9 0.029 2.019 1 0.149 5 0.013 2.510 1

2013 0.356 9 0.002 4.865 5  0.060 9 0.163 0.952 6 0.120 3 0.035 2.017 6

2014 0.360 9 0.001 4.923 4  0.014 6 0.326 0.387 0.093 2 0.054 1.651 8

2015 0.337 3 0.002 4.592 5  0.046  0.214 0.765 9 0.157 5 0.012 2.565 2

2016 0.354 6 0.001 4.846 9  0.078 2 0.126 1.164 3 0.127 2 0.032 2.106 4

2017 0.345 3 0.001 4.725 7  0.184 3 0.007 2.501 7 0.022 2 0.314 0.430 2

2018 0.327  0.003 4.484 8  0.066 1 0.166 1.01 0.146 8 0.023 2.444 2

 

 

图 1  2008、2018 年双变量局部莫兰指数 LISA 图 
 

区的协同水平。由图 1(b)可知 2018 年经济集聚和

经济环境协同水平的局部空间相关性分布与

2008 年类似，但是空间相关性显著的地区增加。

固原和中卫由“高−低”集聚转变为“低−低”集

聚，说明周边城市经济集聚会抑制其协同水平。

由上述分析可知，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

区域，周边区域的集聚往往有利于本地区的协同

水平，这可能是由于中心城市经济集聚所带来的

虹吸效应[35]；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

则周边地区的集聚会抑制本地区的协同水平，这

是因为邻近区域的虹吸效应减少了本地区资源

的集聚。 

(二) 空间计量实证分析 

1. 空间计量模型的建立 

考虑到忽略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空间效应会

造成估计偏误与不一致，而忽略扰动项空间交互

效应只会导致估计效率的损失，本文选择空间杜

宾模型作为空间计量模型，同时引入被解释变量

以及被解释变量空间交互项的滞后项建立空间

动态杜宾模型： 
 

1 1 ( 1) 3 ( 1)ln l n ln lnit it it i t ij i txt w xt xt w xt        

      2
4 2 3ln lnijw jj jj z             (9) 

 
1 1 ( 1) 3 ( 1)ln gz ln gz ln lnit it it i t ij i tw gz w gz      

    2
4 2 3ln lnijw jj jj z           (10) 

 
1 1 ( 1) 3 ( 1)ln ln ln lnit it it i t ij i tst w st st w st        

     2
4 2 3ln lnijw jj jj z           (11) 

 
其中，wij为反距离空间权重矩阵，ρ 为空间交互

项的待估系数，z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ε表示误

差扰动项。 

2. 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为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这里选择将空间

动态面板模型设定为双向固定效应，并使用极大

似然估计作为回归方法[34]，最终得到回归结果如

表 3 所示。经检验得知，三个回归方程的 W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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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均在 1%显著水平上拒绝了空间杜宾模型会

退化为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模型的原假设，LR

检验也得到同样的结果，因此采取空间杜宾模型

是可行的。 

 

表 3  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计量回归结果 

 (1) (2) (3) 

变量 lnxt lngz lnst 

lnjj 0.029 0.054 0.812***

 (0.806) (0.690) (8.616) 

lnjj −0.014*** −0.028*** 0.093***

 (−3.547) (−3.303) (9.069) 

L. Wlnxt −0.862***   

 (−3.108)   

L. Wlngz  −0.041  

  (−0.167)  

L. Wlnst   19.611***

   (53.607)

Wx: lnjj −0.422*** −0.438 3.536***

 (−2.731) (−1.246) (8.457) 

Wx: lnxt 1.523***   

 (4.063)   

Wx: lngz  2.026***  

  (5.910)  

Wx: lnst   −24.055***

   (−53.29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Wald−spatial−lag(p) 
15.52 

(0.001 4) 

21.17 

(0.000 3) 

5.29 

(0.021 5)

Wald−spatial−error(p) 
15.38 

(0.001 5) 

23.02 

(0.000 1) 

4.97 

(0.025 7)

LR−SEM 
19.62 

(0.011 9) 

24.48 

(0.000 0) 

14.87 

(0.061 7)

LR−SAR 
19.65 

(0.001 0) 

42.25 

(0.000 0) 

15.70 

(0.046 9)

LogL 437.3392 247.1629 −6.9470

注：表中*、**、***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 

 

表3中的模型(1)显示了经济环境协同水平的

回归结果，其中经济集聚的空间交互项系数为

−0.422，且在 1%水平显著，表明周边地区的经济

集聚会阻碍本地区的经济环境协同发展。经济环

境协同发展的空间交互项为正，回归系数为

1.523，且在 1%水平显著，说明邻近地区协同水

平的提升，会通过知识溢出等效应促进本地区协

同水平的提升。模型(2)显示的是经济高质量增长

的回归结果，经济集聚空间交互项系数为−0.438，

但不显著，表明邻近地区的经济集聚会阻碍本地

区的经济高质量增长。黄河流域要素资源紧张，

某区域的要素集聚往往会导致周边地区该要素

的减少。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空间效应系数为

2.026，且在 1%水平显著，表明经济高质量增长

同样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模型(3)结果显

示，对生态保护而言，经济集聚的空间交互项系

数为 3.536，且在 1%水平显著，说明邻近地区经

济集聚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本地区的生态保护。

由于经济活动集聚在邻近地区，导致本地区经济

生产的减少，因而使生产污染减少；生产活动的

转移也对本地自然资源起到较好的保护效果。生

态保护的空间交互项结果显示，生态保护存在着

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地区生态保护水

平的提高会阻碍本地区生态保护的发展，这或许

与“污染天堂”假说有关：本地区将污染较严重

的企业转移到邻近地区，或是将污染排放到周围

地区，使本地区生态保护颇有成效，却让邻近地

区承担着相对较大的环境成本。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产出密度函数，探

究经济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生态保护以及两

者协同发展的影响，同时以黄河流域 60 个地级

市为研究对象，基于 2008—2018 年的面板数据，

通过两步差分GMM估计经济集聚对黄河流域 60

个地级市的影响，并基于反距离空间权重矩阵探

究空间因素下经济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得到如

下结论： 

第一，经济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和生态保

护呈现倒 U 型的影响。拐点值分别为 15.42 和

0.43。黄河流域生态承载力较弱，但经济高质量

增长对于集聚水平的要求较高，因此经济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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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阈值高于生态保护的拐点值。目前黄河流

域经济集聚对两者的影响还处于拐点值左侧，经

济集聚水平的提高能有效发挥集聚效应。 

第二，黄河流域经济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

和生态保护的协同水平呈倒 U 型影响。经济集聚

程度低于拐点值 1.91 时，经济集聚有利于促进两

者的协同发展。在这一阶段内，经济集聚能够充

分发挥规模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减少生态环境

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制约，强化经济高质量增长

对生态保护的推动作用。当经济集聚处于

0.43~1.91 的区间时，尽管此时经济集聚已经阻碍

了生态保护，但其高质量增长效应仍旧大于生态

破坏效应，因此集聚还是有利于经济环境协同发

展的。但当经济集聚超过拐点值 1.91 时，经济集

聚的高质量增长效应已经无法弥补集聚对生态

保护的负面影响，使经济高质量增长和生态保护

之间的协同水平不断下降。对黄河流域而言，经

济集聚还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离拐点值的距离

还有很远，因此目前仍然要不断提高经济集聚水

平。 

第三，黄河流域的经济集聚水平存在着一个

最优区间，在这个区间内经济集聚可以发挥经济

环境协同发展的促进效应，经济高质量增长和生

态保护可以协同推进，但该区间的确定还需要进

一步的研究。 

第四，经济集聚的影响存在着空间溢出效

应，周围地区经济集聚水平的提高会阻碍本地区

经济高质量增长和生态保护的协同发展，也阻碍

了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但会有利于本地区的

生态保护。邻近地区协同水平的提升则会通过知

识溢出促进本地区的经济环境协同发展，经济高

质量增长也存在着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是相

反的是，周围地区生态保护水平的提高反而会阻

碍本地区生态保护的发展。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完善集聚点建设，提高经济集聚水平。

目前对黄河流域而言，经济集聚水平还远低于拐

点值，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区域之间要走“中

−心 外围”的发展模式，城市群核心城市要完善

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互联网、智能化等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加强多点多区联动，做大做强产业

集聚平台；要依托市场机制和创新驱动，重点发

展研发设计、商务服务、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

生产性服务，促进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素质；要依

托产业政策和产业基础培育和引进人工智能、大

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产业，

抢抓数字经济新机遇，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

体系，促进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

引导区内制造业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智造”

转变，以专业化服务引领制造业迈向价值链中高

端，培育并增强区域增长极的产业集聚能力。 

第二，畅通经济集聚的作用路径。政府要健

全要素流动机制，减少要素流动的阻碍，加强与

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物流运营主体合作，打

造物流多式联运服务平台，依托互联网、人工智

能和大数据，打造数字化贸易服务平台；要改善

区域投资环境、贸易条件、市场条件，打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形成吸引

国内国际要素和商品巨大引力场，为各类市场主

体投资兴业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

展环境。相关部门要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能

力，促进集聚区的技术交流和技术合作，充分发

挥知识溢出效应。 

第三，建立完善的空间发展格局。要警惕经

济集聚中的虹吸现象，各区域要科学统筹规划，

明确区域内不同城市的发展定位，弱化市场分割

动机，消除市场内部壁垒，形成优势互补的经济

发展格局。经济集聚中心城市要合理调整自己的

产业布局与产业结构，与周边城市建立完善畅通

的产业转移通道，提高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 

 

注释： 

 

① 本文所确定的黄河流域流经的 60 个地级市分别为：青

海省的西宁市；甘肃省的武威市、兰州市、白银市、定

西市、天水市、陇南市、平凉市、庆阳市；宁夏回族自

治区的中卫市、吴忠市、固原市、银川市、石嘴山市；

内蒙古自治区的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包

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陕西省的榆林市、咸

阳市、延安市、铜川市、渭南市、宝鸡市、西安市、商

洛市；山西省的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市、太原市、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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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市、吕梁市、晋中市、长治市、临汾市、晋城市、运

城市；河南省的三门峡市、洛阳市、焦作市、郑州市、

新乡市、鹤壁市、安阳市、濮阳市、开封市、商丘市；

山东省的菏泽市、济宁市、泰安市、聊城市、德州市、

滨州市、济南市、淄博市、东营市、潍坊市、青岛市。 

②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描述性统计、稳健性检验未放入文

中，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③ 黄河流域相关统计数据由 2020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

黄河流域省份的数据加总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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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economic agglomeration promote the Yellow River Basin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SHENG Yanchao, ZHOU Yao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Humanity Geography,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mathematical model through the output density function, and,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60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2008 to 2018, uses the two-step 

differential GMM method and the dynamic panel space Dubin model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on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high-quality growth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is in an inverted U shape, with an inflection point value of 1.91. The current level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far below the inflection point, and there is still a large room for 

growth in economic agglomeration. There may be an optimal range for economic agglomeration, which can 

not only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but also benefi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but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not currently within this range.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lso has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Economic gatherings in this region hinde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coordination level of other regions and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of the surrounding regions, but it is conducive to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other region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of neighboring regions will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coordination in the region.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there is a siphon effect in regional central cities.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he Yellow River 

Basin must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level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smooth the path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nd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Key Words: economic agglomeration;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ecological protection;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Yellow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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